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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推动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动力。文章基于 2006-2020 年长三角

26 个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评估新基建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并利用二阶段

机制验证进一步进行检验。结果显示：（1）新基建助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该结论在经过内

生性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机制研究表明，新基建通过“技术创新 智能化

生产”，“要素配置 金融集聚”的间接路径影响产业结构升级（3）在不同规模的城市下，

新基建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存在显著异质性，唯有在大规模城市中新基建对产业结构

合理化与高级化同时存在正向影响效应，其他城市的影响效应则存在差异。据此应推进新型

基础设施区域联动共建，协同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培育人力资本与智能化发展的融合机

制，建立健全城市智能化的协同发展机制；因地制宜，促进各地区间新基建设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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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1

随着中国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各领域发展模式已发生深刻变革。首先，

现阶段下以大规模投资与人口红利效应的要素积累，高产能和高污染为特征的传

统生产方式变得不可持续，迫切需要改善资源错配和突破创新能力不足以此实现

经济稳定增长；其次，虽然中国在前沿技术领域已取得巨大成就，但与部分国家

正面竞争使边际上继续提高核心技术水平难度加大，迫切需要加快核心技术研发

以此推动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赢得国际战略主动。

无论是经济结构调整、新旧动能转换，还是增强国际产业竞争力，目前依然

存在许多难题，还需持续激发产业创新活力，优化国内市场结构，那么新技术、

新产业的载体是什么？值得一提的是，新一代通信技术所催生的新业态正充当着

经济发展与产业变革的有效结合点。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下简称新基建）是由第五代通信技术（简称 5G）、人

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和物联网等新一代有机结合的基础设施投资，有别于传统基

建以劳动力资本为主的旧模式。虽然建国以来传统基础设施的建设极大地推动工

业化发展，实现劳动力非农产业转移，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变产业结构低端锁定

的局面，但是随着科技的进步传统基建固有的数据采集、运输低效等短板日益突

出。因此，为实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高度融合，传统基建已逐步向新基建转变。

2018年中央财经经济工作会议首次强调“加快 5G等新基建的建设进度”，推动

新基建就已成为政府经济工作重点之一。近年来在一系列政策的推动下，新基建

领域的投资规模日益扩大，2020 年全国开通 5G 基站已达 71.8万个，覆盖全国

地级以上城市（沈坤荣等，2021），5G基站、数据中心等新基建的建设进度均已

超过传统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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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新基建的研究对解决当今全球面临的供给侧乏力问题和建立健全现代

化基础设施体系，实现以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产业结构向知识密集型转变具有重

要意义。

围绕新基建与经济增长的话题，学者们从城市边际效应、技术进步、资源错

配的结构效应考察了新基建的经济效应，证实了新基建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

要动力，促进资源要素有效流动以及重塑产业结构布局[4]。这些研究为加快新基

建、降低资源错配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指导。事实上，新基建的投资具有极强的赋

能效应，能够以先进的数字技术驱动传统业态革新。因此，新基建不单单是应对

当前全球经济萎靡不振的关键，更是提高产业结构国际竞争力的胜负手。综上所

述，在基础设施投资结构转型的背景下，本文试图回答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下

的新基建是否能够承担经济结构转型的核心动能？为此，本文研究了新基建对地

区产业结构变革产生的作用影响。

本文剩余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梳理国内外关于产业结构的文献，提出本文

切入点；第三节阐释新基建与产业结构之间的理论基础与逻辑机理；第四节对主

要核心解释变量，新基建资本存量进行测算；第五节说明计量研究方法，并进行

相应的指标构建；第六节进行实证检验，对实证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并探讨可能

存在的路径，进行相关的机制研究；最后为文章的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纵观国内外学者关于新基建与产业结构的研究，主要是从两个方向开展，

一是拓展新基建内涵，分析其与传统基础设施在经济结构转型的不同特征，从而

探析新基建在推动产业结构转型上的更深层次的意义；二是具体分析人工智能、

5G网络等具有代表性的新基建在宏观经济结构领域作用的研究。

在解释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时，已有文献指出传统基础设施

建设作为社会的一种先行资本，其所具有的“经济效应”和“乘数效应”，一方

面不断促进要素积累（刘奉奇，2018），降低交易成本，带动私人资本的进入，

另一方面,能够弥补有效需求不足的难题，引起成倍的社会总收入的连锁反应（徐

晓光等，2021），因此，传统基建一直是刺激经济增长，稳定就业，促进要素流

动的重要手段，伴随着建设规模不断扩大，能够通过技术溢出[6]，交通便利化[7]，

产业集聚[8]等多种途径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发展。遗憾得是传统基础设施长期依赖

于钢筋、混凝土等工业制造原料，很难突破边际递减规律，后续发展空间不可持

续。与此同时，全球经济低靡，急需新投资载体重塑经济结构，有别于传统基建

而言，新基建的发展正是建立在生产性服务业基础上，高新技术的研发为构建智

能创新、融合发展等新一代产业结构体系创造条件。在考虑新基建与产业结构升

级之间的关系时，需注意直接和间接影响效应二者之间综合的结果，在分析新基

建对产业结构的直接效应时，学者们从新基建对供需二侧双向赋能的特征出发，

发现供给侧方面新基建提高了资本扩展性技术，资本替代劳动比例更高，更大幅

度地提高实际产出，在需求侧方面新基建产业构成来源也存在不同之处，新基建

侧重于发展产业新形态，新型商业模式优化消费结构，提升服务业产品需求（郭

凯明等，2020；刘海军等，2020）。因此，新基建在供需两侧同时促进产业结构

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加快供给侧改革。可是上述学者在研究二者之间关系时只

是停留在理论层面，只强调新基建对产业结构的直接作用，未考虑新基建可能存

在的影响机制，并且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可能还取决于新基建在不同产业具体的特

征。因此，新基建与产业结构之间不单单仅是理论上的直接研究，更多的是从资

源配置、消费升级等视角研究这一话题。就资源配置效应而言，产业结构升级的



本质就是资源配置优化，伴随着新基建不断完善，新一代信息产业得到迅猛的发

展，极大提高信息传递效应，促进地区知识与技术传播（Bottazzi&Peri，2003；
Moreno，2005），打破信息壁垒，完善产业链供给配置（马青山等，2021）。消

费联系着人民群众最基本的生活需求，新基建带动算法算力的提升，出现更多高

附加值的科技产品，引领新型消费，但在何玉梅等（2021）研究发现新基建虽然

提高消费量，但是质量层面并未改善，不足以支撑消费升级，得出以上结论的原

因可能在于以往研究过多关注资源要素在各产业的流动情况，并未重点关注于各

产业间生产要素是否得到合理配置。总之，相对于传统基建而言，新基建影响产

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或将有所不同，新基建的发展促进各产业逐渐摆脱资本密

集型生产模式向技术集约性转变，自动化、大数据、区块链等产业已离不开持续

地数据服务投入。因此，新基建的发展需要更大比例的生产性服务业投入，从而

推动产业结构向高端服务业转变。

人工智能、5G等作为具有代表性的新基建具有影响产业发展的基础性和通

用性特征。人工智能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新模式（Brynjolfsson&Mitchell，2018；
Agrawal&Gans，2019），自动化生产极大提高生产率（Graetz&Michaels，2015），
实现生产要素优化配置，促进智能化与传统工业生产模式有效结合

（Graetz&Michaels，2015），极大满足高端制造业的有效需求，智能化的运用准

确满足市场需求和供给，有效避免盲目性、随机性生产（韦东明等，2021），推

动产业发展协同趋向，实现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模式转变。此后，有学者在前人研

究的基础上除了考虑产业部门间的产品替代的作用，更强调生产要素的流动取决

于人工智能对不同生产模式的替代弹性（郭凯明，2019）。各个产业的生产模式

有着各自的特点，人工智能与这些产业特征的融合程度也有所差别，因此，对于

人工智能引起的结构性调整的研究，须着重考虑其在不同产业中所具有差异化应

用前景的特点。与此同时，智能化的发展推动着“互联网+”产业模式的兴起，

5G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对产业发展的支撑作用日益突出，也是促进网路基础设

施与产业结构调整的相互融合。学术界关于网络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

已得到普遍证实[20][21]，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与经济活动的逐步结合，学

者们越来越关注于网络基础设施在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之间的地位与作用，总结

了在互联网发展的推动下各产业结构调整方向的变化。基于产业结构服务化方面，

网络基础规模的扩大不仅直接推动生产性服务业的建设[22]，还能够发挥平台效应

减少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刺激生产线服务业的需求[23]；基于制造业和旅游业等

具体产业方面，学者们发现互联网与产业的融合发展，推动旅游产业动态优化[24]，

重塑制造业产业链结构。综上所述，人工智能、5G网络等新一代技术已经与经

济发展的各个领域呈现深度融合状态，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人工智能以及 5G网

络设施对产业结构的优化作用进行研究分析，普遍肯定了在产业结构升级中的积

极作用，然而现有研究大多未考虑人工智能、5G网络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的相

互关系是处于动态优化过程，产业自身的特殊性因素也是影响当下需求结构调整

的重要因素。

梳理上述文献，可以发现对新基建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研究尚存在诸多不

足之处，其中新基建的测度受限于数据，有的学者仅仅只是采用相关信息技术企

业的产值来衡量（何玉梅等，2021），并没有考虑新基建对传统基建“补短板”

的要求；另外对产业结构也存在过多的定义，仅仅只用各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

比例之和并不全面；最为关键的是，少有研究考虑到新基建与产业结构的双向影

响关系，新基建虽然是推动产业变革的重要动力，但随着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发



展，同样刺激对新基建中信息基础设施的需求（崔寅，2021），因此，新基建与

产业结构优化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互为因果的关系。鉴于此，本文为弥补上述

缺陷，进行以下方面改进：第一，考虑到新基建具有“补短板”特征，特采用广

义口径进行估算；第二，为科学涵盖产业结构升级，本文将其分为合理化和高级

化；第三，为消除反向因果关系，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缓解内生性问题。

本文的边际贡献可能在于：第一，厘清新基建影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作用

机制。关于基础设施的文献大多集中于传统基建对经济增长、就业以及资源配置

的促进作用（廖茂林等，2018；郭凯明等，2019；王文彬等，2022），但是并这

些文献没有考虑到基础设施所带来的结构性变化，以及忽视了新基建的经济影响。

因此，本文从这一视角出发以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重点考察新基建对产业结构升

级可能存在的影响效应。第二，本文不仅引入新基建视角，而且将智能化、要素

配置、空间效应等因素纳入研究范畴，深入探讨新基建对产业结构升级可能存在

的作用路径，丰富了基础领域的研究。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基于前文对新基建的分析，本文认为新基建是传统基建演变发展的新形态，

是一种社会进步和组织变革的重大创新，将驱动产业结构向更高的层次跃进。

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石，新基建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可能是多路径、多效

应的。具体而言，新基建通过将信息技术运用到传统生产活动中，提高要素配

置效率，从而推动传统工业制造型企业向智能化工厂转变。基于此，本文试图

从数字技术的应用以及生产率提升的视角来探讨新基建对产业结构的作用机制

和影响效果。

首先，新基建在技术和生产领域直接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动能。一方面，

新基建具有较强的技术属性与不可分割性，5G、人工智能等通用技术在各产业

间的集成应用有助于形成更加高效的研发迭代过程，提升产品的研发效率，并

在产品质量提升的基础上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另一方面，

随着新基建的发展，传统行业与数字经济也逐渐加速融合，形成智慧物流、电

子商务、网约车等新型商业模式，引发消费者需求的改变，与此同时，新兴产

业的兴起会改变理性投资者的策略，使其更偏向于对新兴技术的投资，从而推

动整个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而在生产领域中，新基建对产业结构发展的作用

从被简单替代向重要驱动力转变。一方面，新基建的基本特征是以人工智能替

代部分智力及体力劳动岗位，逐渐形成无人化生产，大幅度减少冗余劳动要素

投入。另一方面，在大数据、云计算的快速发展下，新基建与制造业逐渐深度

融合，已经成为产品生产各个环节的重要载体，能够基于大数据分析与评估技

术对生产过程中的海量数据进行实时分析与决策，有效规避传统制造决策时滞

的问题，提高产业生产效率。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H1：新基建有助于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其次，从技术赋能的间接路径来看：新基建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主要在于赋

能新技术的规模化应用，从而对传统产业进行“颠覆性”改造和孕育新兴产业

的产生。一方面，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推动了大数据、云

计算技术在传统制造业领域的普及运用，发展“虚拟设计”等新型工业模式，

构建涵盖自动化生产、实时数据搜寻、智能分析决策为一体的智能制造体系，

促进传统工业制造模式向智能化工厂转变。同时，不可避免地淘汰部分落后行

业，倒逼传统制造业企业主动加快技术研发，进入创新发展驱动轨道；另一方



面，在脑科学等新理论的驱动下，信息技术已经呈现深度学习等新特征能够显

著提高高附加值产品的研发效率，催生了智能化生产新业态。而智能制造则是

产业结构转型的重要方式，智能化生产方式能够改变产业要素的供给结构，以

此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相对于传统产业以大规模资本与劳动力要素投入为主，

智能制造则是以高端无形要素投入拓宽了传统要素结构。这类要素具有低成本、

高效率等特征，使传统产业地理集群空间被打破，极大地降低产业间要素流动

成本，生产运行效率得到有效提高。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H2：新基建能够通过“技术创新 智能化生产”的间接路径推动产业结构

升级

从要素使用的间接路径来看：第一，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是产业结构升级

的本质。新基建的发展需要依托知识密集型产业，其发展会推动信息、技术等

诸多要素向该领域流动和集聚，有效解决市场失灵等问题。同时，企业借助数

据管理、虚拟仿真等技术，通过对产品市场需求量、需求偏好等进行动态监控

从而，有利于企业自身合理规划要素投入，调整现有的商业模式以不断贴近市

场需求，改善资源错配的格局。对于高耗能的企业而言，新兴产业的发展能够

促进先进的技术要素流向传统工业企业，从而淘汰落后的产能，还能通过“鲶

鱼效应”优化传统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第二，金融集聚的形成是以信息要素

的获取和知识扩散为基础，金融机构通过信息资源的获取参加市场活动，开发

并利用相关产业资源，使区域内的知识和信息得到共享，促使金融机构能以较

低的成本获取投资机会，实现资金从效率低的行业转向效率高的行业，以此提

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由此形成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为企业提供多样化的融资

渠道，鼓励企业不断创新与探索，催生新兴产业和衰退产业的逐渐退出，进而

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H3：新基建能够通过“要素配置 金融集聚”的间接路径推动产业结构升

级

四、新型基础资本存量估计

本文根据新基建的涵义，并兼顾补短板需求，将特高压、新能源等归入电力

供应业，城际轨道交通归入铁路运输业，与信息技术服务业一同纳入广义口径进

行测算。

本文沿用学界普遍使用的永续盘存法测算资本存量，如下：

Kt+1
n = Kt

n 1 − δn + It
n （1）

其中Kt
n为 t年的新基建资本存量，δn为折旧率，It

n为 t年的投资流量，假定

折旧率不变，并参考大多文献设定为 9%。本文选取新增固定资产为核算指标。

由于 2000年之前的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微乎其微，本文将新基建投

资流量以 2003年为基年进行平减。

鉴于 2012年我国对国民行业分类标准的调整，本文假定 2003-2011年行业

分类中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之和与 2012年后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基本相同；由于电力供应业、铁路运输业固定资产投资未披露地级市数据，本

文参考陈欣远等（2021）做法，将当年各市电力、热力生产供应业和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的新增固定资产分别占省级对应行业的比重进行估算电力供应业

和铁路运输业新增固定资产，由于初始年份选择较早，基期资本存量对近期资



本存量数据影响较小，无论采用哪种估算方法都不会产生太大问题[33]（Yong，
2003），因此，本文借鉴张军等（2004）、程名望等（2019）的做法估算基期资

本存量，此外，由于农村的新基建投资比例较低，本文选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为全社会口径。

五、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2

（一）模型构建

1.新基建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基准回归模型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为检验新基建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本文采用双向固

定效应模型，构建如下：

ISTi,t = α0 + α1INFi,t + α2CVi,t� + AREA� + YEAR� + ε1 （1）

式（1）中，ISTi,t表示产业结构升级；INFi,t表示新基建资本存量；CV为控

制变量，AREA为城市固定效应；YEAR为时间固定效应；ε1为随机误差项。

2.新基建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面板模型

本文从时空双维度构建模型如下：

ISTi,t = α + β1INFi,t + β2CVi,t + ρ1

j=1，j≠i

N

wi,j� ISTi,t + ρ2

j=1，j≠i

N

wi,j� CVi,t

+ θ
j=1，j≠i

N

wi,j� INFi,t + ui + vt + εi,t

（2）

式（2）中，Wi,j为地理经济空间矩阵，ui和 vt分别为地区和时间效应。

（二）变量描述与数据说明

（1） 样本选择

长三角一直是我国经济活跃度最高、创新力最强的地区，在中国的经济金融

领域一直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研究长三角区域新基建对其他地区起着示范作用。

根据《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本文选取长三角 26个城市 2006-2020年面

板数据研究新基建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联系，数据处理如下：第一、遵循“5
年连贯”原则，确保数据至少保持连续 5年完整；第二、将数据进行缩尾和对数

化处理；第三，固定资产投资以固定资产价格指数换算为 2003年不变价格。所

使用的原始数据选自各城市统计年鉴，工业机器人数据源自 IFR。

（2） 被解释变量

产业结构合理化（RIS）反映要素投入与产出的耦合程度，本文参考邓慧慧

等（2020）的做法进行指标构造

RISijt = 1 −
1
3

j=1

3

Yijt Yit − Lij,t Lit� （2）

受限于 IFR数据的可得性，本文最终将数据年限调整为 2006-2020年



RISijt表示结构偏离度，Yijt表示 i城市 j产业 t时间总产值，Yit表示 i城市 t
时间总产值，Lijt表示 i城市 j产业 t时间从业人员数，Lit表示 i城市 t时间总体

从业人员数。RISijt值越大代表产业结构越合理化程度越高。

产业结构高级化（AIS）代表产业结构的演进过程，本文的参考邓慧慧等

（2020）的做法进行指标构造。

AISijt =
j=1

3
yijt� × lpijt （3）

lpijt = Yijt Lijt （4）

yijt表示 i 城市 j 产业 t 时间产值占比，lpijt为标准化后的劳动生产率，AISijt
值越大代表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越高。

（3） 解释变量

新基建资本存量（INF）。各城市以广义口径估算的新基建资本存量是本文

的解释变量。

（4） 控制变量

传统基础设施（Trainfra）。大规模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有力促进市场整合，满

足消费者的服务需求，优化外部环境，引领消费结构升级，带动产业结构向更高

端的生产线服务业转变。本文借鉴何玉梅等（2021）采用人均城市道路面积测度。

人力资本（Humcapital）。高质量的人力资本有助于推动地区创新水平的上

升，从而满足高端服务业对人才资源的需求，本文采用高等学校在校人数占比衡

量。

社会消费（SConsume）。中国的储蓄率一直偏高，高储蓄抑制居民消费，消

费是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因素。新基建的兴起，以新模式、新业态优化消费

结构，从而影响产业结构升级，本文采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地区生产总值衡

量。

政府干预程度（Govexp）。城市具有比农村更完善的产业结构，地方政府为

带动地区经济发展往往倾向于加大对城市新基建的投入。本文采用财政支出/地
区生产总值衡量。

金融发展水平（FD）。金融发展一方面离不开信息技术的支持，另一方面促

使金融资本与实体经济所需产业资本相匹配，进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本文采用

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地区生产总值衡量。

（三） 描述性统计

表 1 主要变量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

释变

量

产业结构合

理化

（RIS）

390 0.901 0.059 0.751 0.992

产业结构高

级化

（AIS）
390 0.108 0.063 0.008 0.283

新基建



解释

变量

（lnINF） 390 14.33 1.062 11.422 16.41

控制

变量

传统基础设施

（lnTrainfra） 390 3.117 0.498 1.413 4.471
人力资本

（Humcapital） 390 0.023 0.02 0.002 0.1
社会消费

（SConsume） 390 0.352 0.071 0.175 0.549
政府干预程度

（Govexp）
390 0.131 0.049 0.063 0.268

金融发展水平

（FD）
390 1.512 0.543 0.781 3.446

六、实证检验

（一）基准回归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产业结构合理化

（RIS）
产业结构高级化

（AIS）
（1） （2）

广义新基建

（lnINF）
0.018***
（0.004）

0.047**
（0.024）

传统基础设施

（lnTrainfra）
0.0003

（0.006）
0.176***
（0.041）

人力资本

（lnHumcapital
）

0.017**
（0.008）

0.519***
（0.048）

社会消费

（lnSConsume）
0.07***

（0.013）
-0.544***
（0.087）

政府干预程度

（Govexp）
0.056

（0.09）
-1.551***
（0.581）

金融发展水平

（lnFD）
0.071***
（0.017）

-0.407***
（0.11）

常数项 -0.226**
（0.065）

-2.77***
（0.419）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R2 0.464 0.927
F值 14.891 218.438

观测值 390 390
*** p<0.01, ** p<0.05, * p<0.1

注：此（）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

表 2针对“新基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基准关系做了实证检验，分别

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角度分别探讨，在控制时间和城市固定效应时，发现



新基建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有着同样显著积极的作用。原因可能

在于新基建作为新旧动能的转化器，不断创造新型产业生产模式，促进数字科技

发展，，推动产业链向智能化、数字化方向转变，假设 1成立。而传统基础设施

由于自身主要以建筑材料等物理材料作为生产要素，大规模投入会提高各产业的

流动生产率，但由于其本身受限于边际效应递减，后续发展空间十分有限，由此

对产业结构合理化所产生的效应并不显著。对于人力资本而言，越高级的劳动力

对产业间资源优化越有利。而其他控制变量的影响效应也略有差异，新一代信息

技术的迭代虽然刺激了消费量的增加，但是并未优化消费结构，而金融发展水平

的提高虽然催生了新型商业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但是

部分金融机构行为偏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可能会导致金融资源空转等现象，从

而阻碍产业结构高级化。同时，政府干预对产业结构升级也没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稳健性检验

1. 内生性问题

参考其他文献可知，一方面，新基建投资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均为结果变量，

可能存着反向因果的问题，另一方面，实证可能存在遗漏变量，新基建投资可能

通过其他未得到的变量而影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因此，本文使用工具变量法对

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偏误进行校正。借鉴金环等（2021）的做法选取城市坡度以解

决内生性问题，原因在于第一，从相关性看，城市坡度可能影响新基建尤其是

5G基站、网络设施等的建立，城市坡度过大不仅会影响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的

建设成本，还可能造成 5G网络运行效率低下等问题，满足工具变量相关性假定。

第二，从外生性看，地形坡度作为典型的地理变量，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很难与地

形地质联系在一起，满足工具变量外生性假定。

另外，考虑到城市坡度是截面数据无法直接运用到模型中，本文构造城市坡

度与时间变量的交互项作为新基建的工具变量，表 4列（1）（2）显示二阶段的

回归结果与前文结论一致。此外，Kleibergen-Paap rk Wald F统计量大于弱识别

检验 10%偏误下的临界值，排除弱工具变量，通过不可识别检验，较好地克服内

生性问题。综上所述，新基建投资规模的扩大确实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再次

验证前面结论的可靠性。

2. 其他稳健性检验

为避免新基建空间效应所产生的偏误，本文采用空间杜宾模型进行稳健性检

验，表 3显示新基建的发展不仅有利于本地的产业结构升级，还推动了周边城市

的产业结构优化，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

表 3 稳健性检验

产业结构合理化

（RIS）
产业结构高级化

（AIS）
产业结构合理化

（Wd）

产业结构高级化

（Wd）

（1） （2） （3） （4）

新基建

（lnINF）
0.067***
（0.010）

0.269***
（0.053）

0.012***
（0.003）

0.003*
（0.002）

传统基础设施

（lnTrainfra）
0.012

（0.008）
-0.104**
（0.044）

-0.005
（0.005）

-0.002
（0.004）



人力资本

（lnHumcapital
）

0.0006
（0.005）

0.254***
（0.026）

0.014**
（0.006）

1.077***
（0.214）

社会消费

（lnSConsume）
0.084***
（0.022）

-0.820***
（0.123）

0.153***
（0.032）

-0.073***
（0.008）

政府干预程度

（Govexp）
-0.025

（0.105）
-3.587***
（0.562）

0.143*
（0.086）

-0.274***
（0.064）

金融发展水平

（lnFD）
-0.011

（0.027）
0.118

（0.142）
0.063***
（0.015）

-0.067***
（0.011）

新基建

（W*lnINF）
0.014**

（0.006）
0.007**

（0.003）

传统基础设施

（W*lnTrainfra
）

-0.022**
（0.010）

-0.015**
（0.007）

人力资本

（W*lnHumcap
ital）

0.023*
（0.012）

-1.778***
（0.496）

社会消费

（W*lnSConsu
me）

0.389***
（0.073）

-0.028
（0.018）

政府干预程度

（W*Govexp）
-0.041

（0.161）
-0.089

（0.120）

金融发展水平

（W*lnFD）
-0.047

（0.033）
0.027

（0.027）
ρ 0.132*

（0.074）
0.429***
（0.063）

常数项 -0.957***
（0.124）

-6.062***
（0.656）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Log-lik 1037.246 1143.944
R2 0.484 0.852 0.414 0.180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统计量

64.240
{16.38}

84.182
{16.38}

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

57.828
[0.000]

72.445
[0.000]

观测值 390 390 390 390

注：此｛｝内为 Stock and Yogo 弱识别检验 10%上的临界值；[ ]内为 P 值

3. 新基建影响产业结构的机制分析

从上述实证结果分析，新基建能够显著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为进一步验证新



基建是否通过上述两条路径间接作者于产业结构，本文借鉴石大千等（2018）的

方法分为两个阶段验证影响效应的存在性。第一阶段首先，检验新基建对技术创

新与要素配置的影响效应，若系数显著则继续检验；其次，分别将新基建与产业

智能化和金融集聚进行回归，若回归系数显著，则检验继续；最后，分别将新基

建与技术创新、要素配置放入模型进行回归，若新基建系数不显著或者显著数值

降低，则新基建可以通过技术创新、要素配置影响产业智能化和金融集聚。第二

阶段验证新基建通过产业智能化和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首先，将新

基建与二者分别进行回归，系数显著则继续检验；其次，将新基建与产业结构升

级进行回归，若系数显著则新基建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影响；最后，分别将新基

建、产业智能化和金融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进行回归，若新基建系数不显著或者

显著但数值降低，则证明新基建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间接路径成立。

第一阶段：

验证新基建对技术创新、要素配置的影响

CSCXi,t = α0 + α1INFi,t + α2CV� + AREA� + YEAR� + ε1 （5）

验证新基建对产业智能化、金融集聚的影响;

jsi,t pzi,t, jgi,t = β0 + β1INFi,t + β2CV� + AREA� + YEAR� + ε1 （6）

将新基建和技术创新、要素配置放入回归方程：

jsi,t pzi,t, jgi,t = γ0 + γ1INFi,t + γ2CSCXi,t + γ3CV� + AREA� + YEAR� + ε1 （7）

第二阶段：

验证新基建对产业智能化、金融集聚的影响;

jsi,t pzi,t, jgi,t = α0 + α1INFi,t + α2CV� + AREA� + YEAR� + ε1 （8）

验证新基建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ISTi,t = β0 + β1INFi,t + α2CV� + AREA� + YEAR� + ε1 （9）

将新基建与产业智能化、金融集聚分别同时放入回归方程：

ISTi,t = γ0 + γ1INFi,t + γ2jsi,t pzi,t, jgi,t + γ3CV� + AREA� + YEAR�
+ ε1

（10）

CSCXi,t代表技术创新与要素配置，jsi,t pzi,t, jgi,t 代表产业智能化与金融集聚。

其中，本文借鉴石大千（2018）的做法选择城市创新指数代表技术创新，来源于

《中国城市和产业创新力报告》，对于要素配置本文借鉴郭庆旺（2005）的做法

选择全要素生产率衡量要素配置，对于产业智能化的测度，本文在罗梁文等（2020）



的基础上从智能化条件、创新与应用三个方面进行指标选取，并用主成分分析法

测度城市产业智能化指数，对于金融集聚，本文借鉴戴宏伟等（2022）的做法用

区位熵测度金融集聚规模。

表 4结果表明，第一阶段，第一步结果表明新基建的发展能够显著提高城市

创新水平与全要素生产率；第二步结果表明，新基建与产业智能化、金融集聚回

归系数显著；第三步结果表明新基建通过技术创新、要素配置影响到产业智能化

和金融集聚。表 5结果表明，第二阶段，第一步显示新基建能够显著推动产业结

构智能化以及金融集聚，结果符合前文理论分析；第二步结果表明，新基建在发

展的过程中推动了产业结构升级，其中的机制如何，还需进行检验；第三步结果

表明，将新基建、产业智能化、金融集聚分别同时纳入方程后，新基建能够提高

产业智能化、金融集聚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假设 H2和 H3成立。

表 4 新基建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机制检验（1）

城市创新力 全要素生

产率

产业智能

化

金融集聚 产业智能化 金融集聚

（1） （2） （3） （4） （5） （6）

新基建

（lnINF）
0.227***
（0.047）

0.112*
（0.063）

0.569*
（0.309）

0.065*
（0.018）

0.216
（0.283）

0.062***
（0.018）

城市创

新力

1.292***
（0.424）

全要素

生产率

0.026*
（0.016）

控制变

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

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

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R2 0.970 0.762 0.704 0.516 0.733 0.520
F值 547.899 55.204 15.839 18.373 17.270 17.726

观测值 390 390 390 390 390 390

表 5 新基建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机制检验（2）

产业智

能化

产业结

构合理

化

（RIS）

产业结

构高级

化

（AIS
）

产业结

构合理

化

（RIS）

产业结

构高级

化

（AIS）

金融集

聚

产业结

构合理

化

（RIS）

产业结

构高级

化

（AIS）

（1） （2） （3） （4） （5） （6） （7） （8）

新基建

（lnINF）
0.569*
（0.30
9）

0.018*
**

（0.00
4）

0.047*
*

（0.02
4）

0.008
（0.007

）

0.048**
（0.024

）

0.065*
（0.018

）

0.017*
**

（0.00
4）

0.02
（0.002

）

产业智能

化

0.009**
*

（0.002

0.045*
（0.025

）



）

金融集聚 0.038*
**
（0.01
2）

0.704**
（0.066

）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

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

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R2 0.704 0.464 0.927 0.612 0.928 0.516 0.473 0.943
F值 15.839 14.891 218.43

8
9.924 209.610 18.373 14.655 283.711

观测值 390 390 390 390 390 390 390 390

4. 异质性检验

为排除区域因素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本文根据《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

分标准的通知》，并参考戚威等（2016）做法，将所选取的长三角 26个城市进行

划分。由于本文中超大城市中仅有城市上海，个数较少，因此本文将Ⅱ类大城市

以上统称为大型城市。分类结果如下：

表 6 不同规模等级城市名单

城市规模等级 城市数量/个 城市名单

大型城市 11 上海、南京、杭州、合肥、苏州、无锡、宁波、常州、

南通、芜湖、台州

中等城市 8 扬州、镇江、嘉兴、湖州、泰州、马鞍山、金华、盐

城

小型城市 7 安庆、舟山、绍兴、铜陵、滁州、宣城、池州

表 7 各城市分规模回归

大型城市

（1）
中等城市

（2）
小型城市

（3）

产业结

构合理

化

（RIS）

产业结

构高级

化

（AIS）

产业结

构合理

化

（RIS）

产业结

构高级

化

（AIS）

产业结

构合理

化

（RIS）

产业结

构高级

化

（AIS）

新基建

（lnINF）
0.039**

*
（0.005

）

0.06**
（0.024）

-0.001
（0.007）

-0.071
（0.044

）

-0.002
（0.009

）

0.132**
（0.064

）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

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

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R2 0.583 0.964 0.553 0.961 0.665 0.943
F值 9.386 177.173 5.699 112.799 7.737 64.577



观测值 165 165 120 120 105 105

表 7的结果显示新基建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就产业结构

合理化而言，三类等级城市中只有大城市以上新基建资本存量存在积极的影响效

应，说明在长三角一体化的进程中，大型城市由于进入一体化进程较早，其自身

具有先天的经济、自然地理环境等优势，拥有良好的发展条件，已经步入中心城

市引领带动，周边城市密切配合的成熟阶段，产生明显涓滴效应，即吸收来自其

他城市的技术、资本等优势，从而进行大规模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推动

各行业资源要素的合理有效配置。而其他城市大都进入时间较短，在累积后发优

势上稍显不足，导致吸收涓滴效应能力较弱，对于新基建投资上略显不足，从而

影响效应的显著性不高。就产业结构高级化而言，小城市存在积极的影响效应，

说明虽然小城市相较于中等规模大城市而言，虽然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但是随着

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智慧城市”等战略的实施，小城市中产业数字化水平得到

显著提升，推动传统产业结构向高级形态演进。而其他城市则可能存在着地方政

府对新基建的发展更侧重于招商引资，忽视数字化技术基础领域的支持的现象，

从而制约新基建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潜力。

七、结论与政策建议

1. 研究结论

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格局中，新基建已是国内大格局

的重要支撑。在此背景下，本文首先从广义口径估算新基建资本存量为核心解释

变量，并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分别从合理化与高级化的角度进行测算，探讨新基

建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直接影响关系；其次，进行机制检验，对新基建资本存

量影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逻辑机理进行剖析，并提出假设，进而采用长三角

26个城市面板数据进行检验。实证结果表明：第一，新基建投资对产业结构转

型升级有着显著的推动作用，稳健性检验时发现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第二，

基于机制检验时，发现新基建能够通过技术创新 智能化生产”和“要素配置 金

融集聚”。第三，基于异质性检验时，各城市新基建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

明显的差异。原因可能在于各城市进入长三角一体化进程的时间不同，从区域一

体化所承诺的规模效应也并不一致。

2. 政策启示

第一，以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发展为契机推进新基建区域联动共建，协同推

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一是各级政府需加快完成产业数字智能化的顶层设计，建

立健全统筹协调机制，新基建与数字化、智能化的协同发展是一项系统化工程，

唯有政府高层的重视和参与才能推动整个协同发展结构体系的构建，破解长三角

城市群中各部门由于信息交流不足导致“各自为政”“信息孤岛”的制度性掣肘。

二是加快各区域各行业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协同改造，以智能化为方向，聚焦传

统产业转型的薄弱环节，持续推动前沿引领和基础性领域投入，坚持以数字产业

协同为战略指引，科学布划各地区的数字化、智能化产业，助推传统产业转动能、

增动能，避免低效率的产业协同与资源浪费。

第二，培育人力资本与智能化发展的融合机制，加快核心技术突破，建立健

全支撑城市产业智能化的协同发展机制。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体系是实现智能化发



展的物质基础，一是需加强新基建理论体系研究，扶持相关科研人员从事基础性

研究，新一代人机交互、大数据平台、自主协同等基础能力建设均已基础理论为

前提，实现理论研究与技术应用相平衡，帮助企业与研究人员跨越技术要素转化

的鸿沟。二是应进一步落实创新驱动发展理念，鼓励相关研究领域交叉融合，努

力加强高端芯片、智能传感器等薄弱环节研发，提升出口产品质量，发挥产品种

类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三是布局新基建适度超前建设，以创造未来

社会前瞻性需求引领相关产业发展，加大对传统产业智能化改造，培育数字技术、

资产、文化新业态，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第三，实施差异化的新基建投资战略，促进各地区间新基建建设协同发展。

一是制定因地制宜的新基建投资方案，不同城市由于自身地理环境、人文习俗等

社会理念存在差异，经济发展状况也不尽相同，为此，针对不同城市需采取扬长

避短的方针，具体而言，Ⅰ类规模以上城市需有效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不断促

进创新平台共建共享，积极将新型技术的便利引进各产业发展进程中，为生产部

门的要素流动提供更有效的信息支持，持续发挥引领作用，Ⅰ类规模以下城市需

持续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产业发展相融合，不断加大互联网设施的普及率，消

除数字鸿沟所造成的信息不对称，催生新型产业模式，做好承接大型城市中的产

业转移的准备，实现当地产业向更高端的方向演进。二是转变新基建发展理念，

促进区域协同发展。区域政府之间应加强多领域合作，突破原有的发展格局，构

建合理的科学协调机制，推动跨区域投资项目合作，凸出当地的发展优势，为产

业转移和经济发展提供充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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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Infrastructure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Technology Enablement or Factor Al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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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New-type infrastructure is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upgrading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26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from 2010-2020,the article adopts the fixed-effects model to evaluate the impact
of new infrastructure on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e two-stage
vertification was used to further test. The results show that new infrastructure
invesement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this
conclusion holds even after considering the potential endogeneity problem and
passing the robustness test; mechanism studies show that the new infrastructure
affects the intelligent industrial structure through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 indirect path of factor allocation affecting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affects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cities of different sizes, there is significant
heterogeneity in the impact of new infrastructure o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only in large-scale cities, the new
infrastructure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rational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other cities have different effects. Accordingly, joint regional
development of new infrastructure should be promoted, promoting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a coordinated way; to foster a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mechanism
of human capital and intelligence and establish a sound mechanism for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smart cities; promot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new infrastructure in different regions in light of local
conditions.

Key Words: new infrastructure; industrial strucure transformati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factors allocation


